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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章黄学术的百年传承

于 亭

摘 要  章黄学术以小学为根柢，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大潮中坚植中国古典学问，以旧

学为面目，以新研为骨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升转化的本土学术。章太炎、黄侃研治中国语

言文字之学，精研深赜，特色鲜明，成为清代审音和训求语原之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小学

传统的现代转化者。自黄侃在20世纪20年代执教武昌，经弟子刘赜、黄焯等在50年代至80

年代的耕耘，武汉大学逐渐在中国语文研究领域形成特色，刘赜、黄焯以其著述和教授，使武

汉大学成为章黄学术传承的重镇。20世纪80年代以降，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团队在宗

福邦的带领下，自觉继承章黄学脉，祖述黄侃学术理念，以两代学人传承，萃35年之力，编成

《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音韵分典》等巨作，续有开辟。章黄学术百年传承，展现

出武汉大学人文学术中薪传和创辟相辅的优良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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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由秦汉之时童蒙识字之学，发展为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乃围绕古代书写文化，以汉字记录承

载的汉语为中心，有形、音、义三分之说，遂有文字之学、音韵之学、训诂之学。时与地有古今南北，古书

古语，难知其义。字与音有更革转移，字形变异孳乳，正俗异构，界限不明；语音变迁，唇吻侈弇，难留痕

迹，淆若棼丝；语义为形、音所归，然而指事所在，会意所摹，引申假借，线索显隐，难言其详确。小学形

义、形音、音义之间牵连复杂，虽有䚡理，而表面漫无条统，人难知其内外，古来号称难治。

中国学术，自明末风气由议论转趋征实。顾炎武（1613-1682）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

谓理学，禅学也”［1］（P58），以为阳明心学近禅，束书不观，而欲改弦更张，又谓“故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

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P73），由宋明儒学中考核一端，抽出全新的学问理

念，揭举新的学术法则。至清中期，考文知音已成学问康衢，学者治学，率由“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可

以通经”云云取径［2］（P1）。戴震云：“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

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3］（P45-46）故谓“经之至

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3］（P140）。清代

中期学术完成了语言主义的转向和向经学“本经”的会归，朴学考实成为显著的学术风气。戴震谓：“是

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

据之经并非其本经。”［3］（P146）对于“本义”和“本经”的坚定追求，一者表现为小学蔚为大观，以古音学为

中心，小学兴盛，独成一枝；一者表现为“汉学”之揭起和校雠之关怀。二者齐归于周秦之经籍旧文。可

以说，清代朴学之精神追求，一为经学之本，一为小学之体，而以秦汉书本之校雠、周秦语言之音义为终

始，所谓“以小学说经，以小学校经”［4］（P148），清儒之稽古右文，名为复古“汉学”，实则求是责实，近代学

术已造形萌现。章太炎、黄侃之学，承清学之余绪而有进一步的跃升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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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黄学术之内涵

民元之初，章炳麟（太炎，1869-1936）、黄侃（季刚，1886-1935）师徒二人，集清儒汉学之大成，以其学

术转化，成为清学的现代总结者。章氏讲学不辍，门人各有所树立，其中黄侃以天资之胜，治学之矜，入

堂奥而踵襄之，所得闳深，展廓独大。其门庭径由，再经黄门数弟子的传习充实，逐渐形成“章黄之学”。

章太炎、黄侃早年皆曾投身排满革命，倡言古学，以激动种族，以为国本。章黄继承清学之求是，又

实之以民族主义和时代意识，积淀承受，转出新义，正如黄侃所说：“我辈学问，以汉学为表面，以申韩为

骨子。”［5］（P5）于旧学主传承，以恪守师承为治学第一义，认为“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

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5］

（P1），而其实，则不肯主奴清儒，不愿寄人篱下，务为前人所不能为，有鲜明的现代特色。可以说，章黄学

术是在中国旧学基础上深造自得，圆融自成，师法特色鲜明的本土转型学术，其学以保守旧学为面目，以

小学为体，以审音发明为骨里，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与时偕行，自成一脉，并日渐产生重要的影响。章

黄学术以旧学为体，虽不画地为牢，但要以经学小学为根基，期以大成之道，虽多受批评，被斥为守旧不

化，自我矜异，却能在西学对中国学术全面重塑重造的大潮中自成而彊立。章氏学问体大恣肆，黄侃谓

其集清儒之大成，阐晋唐之遗绪，实命世之大儒［6］（P31），特精经学、小学，及于周秦诸子和释氏之书之思

想，其言谓“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7］

（P328），可见其学旨趣之一端。章氏晚年讲习，谓“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

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又说“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

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8］（P6）。黄侃踵之，谓“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

通”［5］（P5），遂发扬光大，坚卓精锐成一家之言。

黄侃个性短于谐俗，不能与时俛仰，乃以教授自安，一生治经学、小学、文学，皆有得，尤精小学。章

太炎说他“学问精嫥，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厌心”［7］（P327）。其说经称义，以为古说醇笃可倚，守之

不轻移易，尤不以傀异为说倚魁自矜，“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9］（P293），则近于清代惠栋之尊闻。

章太炎谓其“自幼能辨音韵，壮则治《说文》《尔雅》，往往卓跞出人虑外，及按之故籍，成证确然，未尝从意

以为奇巧，此学者所周知也。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读之数周；然不欲轻著书，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

自造”［10］（P1），故其身后，章太炎谓之“清世说制度者，若金氏《求古录》，辨义训者，若王氏《经义述闻》，陈

义精审，能道人所不能道，季刚犹不好也”［10］（P1）。黄侃以敦古之殷，盛年遽逝，著述殊少，其深造小学、

经学、文学之得，未能充分展现。从其鲜少的学术孑遗来看，他最精闳的贡献，在于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

继承和转化，其门弟子日后自造传扬，也多以语言文字研究名家。

黄侃承章太炎之学之教，在清代小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升锤炼，精思凝聚，有理论的提升和转化。如

他说：

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

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11］（P2）

        由此，他衍释“小学”内涵，谓形、音、义“三部虽分，其实同依一体：视而可察者，形也；闻而可知者，声

也；思而可得者，义也。有其一必有其二，譬如束芦，相依而住矣”，进而申说“小学”名义，重新以新义建

构转化，称“小学者，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也”，说：

小学者，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推求其正当明确之来源，因而得其

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11］（P1）

        他又说声韵、文字、训诂互相为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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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者何，所以贯串训诂而即本之以求文字之推演者也。故非通音韵，即不能通文字、训

诂，理固如此。然不通文字、训诂，亦不足以通音韵，此则征其实也。音韵不能孤立，孤立则为

空言，入于微茫矣，故必以文字、训诂为依归。然则音韵虽在三者为纲领，为先知，而必归于

形、义，始可为之锁钥也。［11］（P149）

周秦之际，有古书传记，有训诂之事，后有训诂之学。关于“训诂”之名义，唐孔颖达谓：

《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

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

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

此。《释亲》已下，皆指体而释其制，亦是训诂之义。［12］（P269）

        清马瑞辰推说之，曰：

盖诂训本为故言，由今通古皆曰诂训，亦曰训诂。而单词则为诂，重语则为训。诂第就其

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导之，此诂与训之辨也。［13］（P5）

        黄侃暗承孔颖达“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之说，言之曰：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

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

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

统与根源是也。［11］（P181）

        他又分“本有之训诂”和“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和“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小学训诂”）

和“解文之训诂”（“经学之训诂”）诸义，表述训诂构成的方式和原理为互训、义界和推因，等等［11］（P181-

192），超越了历来说训诂不离随文训释之株拘，从而建构起新型的“训诂学”的语言语义观念和话语体

系，全新地解释了训诂构成的内在原理。他总结清代小学的进步，说“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

语根”［11］（P12），其实是他自己的学问抱负加诸前代学术所抽绎出的内涵。黄侃的《声韵略说》《声韵通

例》，一改清儒说音论韵涂辙，由归纳改为演绎，由具体考说而变为普遍论述，发凡起例，层层䌷绎释之。

《音略》会通宋以来治古音之成就，以为古今相挟而变，古今声韵兼赅，以“悟发声之由来”，以知分合之的

证，定今声41类，古声19类，今韵23摄，古韵28部［10］（P62-92）。合古今打通，赋予《说文》《广韵》以中心

地位，引出他以音韵学为基点，进一步超越清学语言主义训释的传统，超越“本经”“本义”的语境文本关

怀，进而探寻汉字之“字原”、汉语之“语原”，求系统之解释。他说：

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自番禺陈氏出，而后《广韵》之理明，

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一也。

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

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今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

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系。此音学之进步，二也。［10］（P94）

        诸语虽若总结过往之进步，实则创制新路，可谓有语言文字学现代转型的理论建立之功。又如其论

字形之创制、字音之起源、声韵之机制和关联，以及字之变异和孳乳条例，都踵武章太炎而有提炼提升，

并为后来其门人弟子对中国古代语言学传统的学理阐释建立了框架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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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侃与刘赜、黄焯之师受

黄侃曾辗转南北，历应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之聘任教。1919年

至1926年间，他执教武昌，是他任教生涯中最长最稳定的一个时期。武汉大学的中国语文研究传统的奠

定，基始于任教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黄侃，完成于黄侃及门弟子刘赜和黄焯。刘赜、黄焯在武汉大学，谨

守师说，著述授业，逐渐塑造了武汉大学语言文字之学的研究风貌。

刘赜（博平，1891-1978）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时在北大任教的黄侃，受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1917年后游学日本，在东京拜入章太炎门下受业，章氏称为“再传弟子”［14］（卷首），归国后再次追随黄侃

研习小学。1929年受黄侃推荐，聘入武汉大学执教，前后垂50余年，终老于珞珈山。刘赜曾长期担任武

汉大学中文系主任，于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黄焯（耀先，1902-1984）为黄侃从子，以弱冠赴武昌谒叔

父，从此相从侍学15年，先在武昌中山大学修业，毕业后受黄侃之招赴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侍其左右，

直至黄侃下世。1939年，黄焯自重庆中央大学，受聘乐山武汉大学，从此亦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终老。

20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五老八中”之盛，刘、黄人称博老、耀老，居于“五老”之列。

刘赜、黄焯同出黄侃门下，相与共事40年。黄侃为学尚专门，不骛泛滥，务精习，极重精读书，所谓

“扎硬寨，打死仗”，特崇师法，尊笃古说，不轻驳前说，不轻改古人。他说：“所贵乎学者，在于发明，不在

乎发现。今发现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5］（P2）表达了坚尊旧学，读根柢之书，温故知新，而不以材料

求新、方法出奇、套路好用而取胜的为学理念，丝毫无视“执守泰笃”之讥。这些风格，对刘赜、黄焯治学

影响至钜。黄焯自述从侍黄侃之后为学次第，从《困学纪闻》《日知录》以窥治学门径，继受文字声韵大

要，又因清黄以周谓学问文章皆宜以章句为根基语，以黄侃所说“研究章句即为研究小学”［5］（P4-5），遂起

而治《毛诗》，并禀受黄侃之语，谓毛传为一切经学根本，遂以毛传为宗本。他曾记黄侃之读书，曰：

先生阅书，必施圈点，虽卷过数百，必点完始已。殁前一日，吐血盈盂，以《唐文粹补遗》末

二卷未毕，犹力疾圈点讫，始就榻。尝言：“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

《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

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戊辰五月三日日记）焯窃观先生圈点

书，数当以千计，经史子文诸专籍无论已，即以《四库全书总目题要》、《清史稿》两书论之，即达

七百馀卷。至于能背诵之书，不止如先生所述《说文》、《文选》数部而已，如杜工部、李义山全

集，几皆能上口，即词曲中能吟讽者亦多，博闻强记，盖兼具所长。［15］

笔者尝闻之于本师宗福邦、陈世铙，谓耀老于《十三经注疏》了然于心，出口成诵。黄焯晚年尚回忆

拈出黄侃“读古书当潜心玩索文义，而不可骤言通假”之语，加以申说，呵段玉裁、王引之误解古书，牵就

己说之失［16］（P267-270）。可见黄侃读书为学对黄焯一生的深切影响。

在刘赜、黄焯的传承、授业之下，武汉大学章黄学术根殖萌蘖，尤其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刘、

黄二老虽经颠沛摧折，仍有建树，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系统整理师说；文字声韵之学和章黄语言文字之

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经学训诂；传统小学典籍之整理研究。

（一）黄侃师说之整理

黄侃学术渊深，为学矜持谨慎，读书精勤过于常人，批注朱墨烂然，而不言著述。章太炎尝数与言，

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催其从事著述，黄侃对之曰：“年五十当著纸笔

矣。”但黄侃不幸年五十而中酒死［9］（P293），其学术实践戛然而止，未及丰完。黄侃生前与弟子坐论讲

习，门弟子辄记录其论学之语，也经常借阅过录黄侃批读过的书籍。黄焯随侍黄侃最久，亲其謦咳，还曾

受命守护其藏书，所见既多，过录黄侃读书批识亦最多。他晚年萃精力，或取多年过录，或多方借钞，有

意识地整理和保存黄侃的学术遗产，又以耄耋，倾力油印或出版，以宣扬师说。据其所撰《黄季刚先生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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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目录》［16］（P278-290），黄侃生前发表的长短学术作品，以及未发表的遗著、各种读书批注笺识、学术手

稿、诗文稿等约90余种，黄焯据以过录整理即40余种，再通过誊录、油印、出版等加以流通。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黄焯集中自己所有精力和有限的财力，通过不懈努力，使得保存在黄侃手稿、读书批注中的

原创学术思想和学术遗产实况，得以为学术界所寓目，进而传播发扬。黄焯自述其整理黄侃遗著的情

形，说：

焯犹得将书中笺识编辑成帙，如《说文》则抽写为《说文同文》《字通》《说文新附考原》，《尔

雅》则编为《尔雅音训》，《文选》编为《文选平点》，《广韵》则武昌徐孝宓家有迻录本，据以编为

《广韵校录》，其点校十三经白文本，展转于北京历史博物馆中求得，俱由古籍出版社印行。而

先生手批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及焯早岁迻录诸书笺识，共得十种，合编为《量守庐群书笺

识》，虽存什一于千百，俾来者得视犹医之针砭，或济川之舟楫，应无不可。［17］（P1）

经黄焯整理面世者，如《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尔雅音训》《说文笺识四种》《广

韵校录》《文选平点》（以上六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字正初编》《量守庐群书笺识》（包含笺识10种）、

《黄侃声韵学未刊稿》（上下册，包含音韵表稿14种）（以上三部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蕲春黄氏文存》

（油印本）等，较为系统地展现了黄侃学术的取径和风貌。尤为重要的是，黄焯之爬梳、抽绎、编次和整理

成书，乃由一生于黄侃学术浸润涵泳和晚年识断精审的造诣而成，他在保守、展示黄侃学术遗产原始风

貌的同时，将黄侃学术条理肯綮而有意识地系统化了。因此，黄焯不仅是记录者和整理者，实乃所谓述

而不作，温故知新，斟酌因损之，而转出精义，令黄侃学说发扬光大。我们更应将其视为黄侃学术的合作

者和继承者［18］（P97-102）。

（二）章黄语言文字之学的系统化

刘赜、黄焯一生勤治小学，精于音韵，治学祖祧章太炎的学术意识，严遵黄侃的学术路线，不越雷池，

而精义出新，更上层楼。如刘赜精研《说文》，撰《说文古音谱》，黄焯撰《古今声类通转表》12卷，材料对象

虽异，乃皆模仿从学之时所见其师黄侃之所为而成。如刘赜述之，曰：

曩在北京大学，见先师蕲春黄君散《说文》九千余文，分隶其所定古本韵二十八部及古本

声十九类为表，以今隶书之。余以为徐楚金之韵谱，不过便于检阅而已，又自来言古音者，或

乖或合，无能窥其全部音值。此则以先秦本音系统贯穿形义，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虽事属假

定，而三古遗言咸能拟测，文字亲属于焉可寻，洵小学之奇觚，当代之创制也。后归武昌，教学

有暇，遂默识而仿造之，并依篆具载许君说解，名曰《说文古音谱》，朝夕䌷绎，粗谙音义相关之

理，久之，又渐悟推寻音义相关之术，又久之，渐悟音义相关之用，并深感前人之治许书者，即

病在支离破碎，不能贯穿全书音义，以上探语言之本真。观古人之遗象，致使无双绝学，神旨

莫宣。［19］（P1）

        《说文古音谱》之书，以语音经纬，依黄侃所定古本韵28部、古本声19类等，将《说文》九千文散录，分

隶为表格，以䌷绎音义相关之理，而推寻音义相关之术，进而悟音义相关之用。黄焯自言其《古今声类通

转表》之作，曰：

焯往岁随侍先叔父季刚先生，见其披阅古籍，凡于文字声音之相通或有变转者，每加意及

之。曾命焯录《说文》声母字之有重音者为一帙，其一字而有异声者则规识其旁。焯因是旁搜

诸经传，凡可为声音通转之证者，类聚而分列之，计分喉舌、舌喉、喉齿、齿喉、喉唇、唇喉、舌

齿、齿舌、舌唇、唇舌、齿唇、唇齿十二类，其喉舌、舌喉实可并为一类，喉齿、齿喉诸类视此，实

则可分者，止六类而已。惟此六类中，亦多有互通者，是又未可过严其畛域也。经史子文可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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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采之资料至夥，中年以前屡经丧乱，未及遍搜，今老矣，又以昏眩疾不任寻检，徒据旧稿类次

写定，成为《古今声类通转表》十二卷……［20］（P5）

        《古今声类通转表》首列《说文》形声字之声子、声母异声者，重文、读若之异声者附见其中，次列《经

典释文》《玉篇》《类篇》之异声诸字，次列经传子史之异文异音者，再连缀以《易》《书》《诗》、三礼三传等群

经、屈骚、史汉等史传、庄荀诸子、汉晋赋、《尔雅》《方言》《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等小学书中

之连语，资料采撷广博，去取精严。其表所列，以《说文》为基要，博蒐经籍文字，以见语词声音通转之关

系和条件。

章太炎作《文始》，以文字变异孳乳、声韵通转以推摹汉字汉语之系统起源、形成内在的音义理据，从

文字起源意义上，以《说文》为古形古音古义之书，举出“初文”“准初文”之例，以为基始，于字之分合，言

变异、孳乳，于音之缌理，言对转、旁转、正纽、旁纽、变声等，以此交织，探求汉字声义之原。他说：

余以颛固，粗闻德音，闵前修之未宏，伤肤受之多妄，独欲浚抒流别，相其阴阳，于是刺取

《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

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异；义自音衍，谓

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虽未达神恉，多所缺遗，意者形体声类，更相扶胥，异于偏觭之

议。［21］（P176-177）

刘赜毕生研治《说文》，祖述章氏《文始》之思想，撰《初文述谊》，将章太炎和黄侃的汉字形义思想进

一步推进，他说：

凡《说文解字》所载独体象形、指事之文，名为初文，合体及变体省体象形、指事之文名为

准初文。此二者为所有汉字构成之基本点画，亦即一切文字音义孳生之本原，今分类辑录以

阐述其形体旨趣及其音义之关系。［22］（P1）

        《初文述谊》之书全从初文角度归辑䌷绎，将《说文》初文、准初文一一辑出，凡四百二十三文，依黄侃

古本韵28部，古本声19纽加以类组，逐字阐述形体之本原和其中的音义关系。其藉由语言音义之表里，

以求语原，与夫语音、形义之生成关系，进而推求字原、语原之本源联系，与章太炎、黄侃二人小学学术的

内在理脉一脉相承。

刘赜、黄焯对于章黄学术特有贡献之处，还在于将章黄一系的小学思想，尤其是黄侃生前讲论的文

字、音韵、训诂学思想，系统整理和阐发，将黄侃之治学独造，发为宏论，成为时代学术的重要内容。刘赜

于1932年撰《声韵学表解》，1934年以“国立武汉大学丛书”之一种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黄焯则于20

世纪70年代末，整理出版了《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此二书成为章黄学术体系中重要而成系统的现代理

论著作。如刘赜说声韵之要，曰：

昔人分语言文字之学为三，一曰形体，一曰训诂，一曰音韵。其实三者虽分，仍同一体，譬

之束芦，相依而住矣。三者之中，又以音为之关键。盖先民之世，文字未作，以音表义。书契

既兴，始依音义而构字形。形体已具，犹以音为主，故音同者恒相通用，不必书其本字。后世

概谓之假借，窃以为未达其原。然则音不明，形体即无由憭。故声韵学者，通语言文字之阶路

也。［14］（卷首）

        其言始于袭黄侃之语为说，而有所进之，解释之当，明晰透彻，析说古代文字语言音义关系，其精畅

更具现代学术风格。刘赜认为治音韵者，莫盛于清代，自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清儒以来，递相阐

发，后出者愈发精密，音韵之学“至今日遂炳焉为完全独立之学科”，但社会教育实际的状况是“然或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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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于审音之道有所未详。或陈义简深，非初学之士所能窥晓，欲求一沟通古今，宜于入门之作，不可

得也”，故规摹师授而作《表解》：

本师蕲春黄君承余杭章君之业，集古今音学之大成，海内言声韵者，莫不以为圭臬。余以

愚昧，得闻绪言，年来教于上庠，恒据其说以为讲义之资，诸生闻之，靡不欢悟。兹复引申排

比，参合众家之论，立为表解。［14］（P1）

        其书分上下二篇，上篇明今音，下篇明古音，方法与理论并重，以言语言之构成，与夫音韵之流变，而

对于繁琐具体的考辨之言、异同之论，无当于音理者，概不阑入，以晓初学，立语言文字之始基。《声韵学

表解》吸收了西方普通语音学的观念和描写方式，解释声韵、清浊、双声、等呼、通转等传统音韵之学的概

念，而以黄侃今音41声类、古本声19纽、古本音28部为本体纲目，说授语音的本质构成，中古音韵格局及

其正变，而推及求古音之资料和方法，声韵条理和通转的条件等，似旧而与时俱进。

黄焯整理，题称黄侃述、黄焯编次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对于黄侃学术的理论阐发和升华意义最

大。1976年，黄焯以“焯曩侍先从父季刚先生，从受文字声韵之学，退以所闻录寘箧衍”，而以所录数百条

编为《文字声韵学笔记》，“今无力刊行，唯付油印，以与国内之治斯学者共览之”［23］。1978年，黄焯又以

“先从父季刚先生尝为学子说训诂学，录为《训诂述略》”，“今会稡所说，复旁搜清儒及近世章、刘二君之

语，而以己意附列其中，编为《训诂丛说》”［24］，自费油印行世。1983年合为《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重为缮

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小学学术中，训诂为最终旨归，清学于校雠和训诂为最长，清儒于声音之

道、训诂之理尤精熟，但仅以征实考索为能事，博极群书以证一义，说理片段，有例而无论，缺乏理论的总

结和阐发。就中国训诂学的现代转型和理论建构来说，黄侃可谓第一人，也是最重要的起点［25］（P36）。

论者认为传统训诂之学因循而封闭保守，“眼睛向后看，只强调乾嘉学风，强调小学专著的研究，强

调资料的积累。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没有出现过学科理论思维的巨匠。黄侃最有条件成为这样的巨匠，

但英年早逝，‘他的较成熟的著述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26］（P567）。黄侃早年讲习训诂法则与条理，为

门人潘重规所记，以《训诂述略》为题，发表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所办《制言》半月刊1935年第7期，粗有结

构，但规模未具。所以，从1976年开始，黄焯所编次的《文字声韵学笔记》和随后的《训诂丛说》，对于系统

阐发黄侃学说，推动开展中国语言文字之学的本土理论建设，以及促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训诂学

理论话语建构、学科平台和研究队伍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黄焯的经学训诂

黄侃门下弟子，多习治小学，鲜有传治经学者，盖时代风潮，鄙薄以旧贯治经。但黄焯独勇者不惧，

信而不疑，抱守经学径由以治《诗》，积年所得，析撰为《毛诗传笺平议》《诗疏平议》《诗说》三书，为20世纪

5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所独具。

周秦之际，《诗》在口耳讽诵，经秦火而得存。《诗》之经学，汉初以下，分古文毛传和今文齐、鲁、韩三

家，四家各有师说家法。东汉末，郑玄“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

使可识别也”［12］（P269），虽曰宗毛，然与毛义有未合，则从己意，或参取三家说之，致使《诗》郑笺本谓宗

毛、申毛，实与毛传相异同牴牾。而郑笺混一古今，淆乱家法，《毛诗》仅存，传笺駮互，无复知齐、鲁、韩

《诗》本经及师说之原详。《毛诗》又有序，传为子夏作，为后人所疑。至宋，疑经，废《诗》序，朱熹《诗集传》

出，以为后世场屋圭臬，而汉唐注疏几废。清儒稽古反正，回归六经，又宗举“汉学”，尊尚贾服许郑，《诗》

毛传郑笺引为正宗，以为醇古可贵，而《诗》语简奥，名物独多，古音天籁，成为清学训诂、审音、考古之绝

佳材料，《诗》之经学大盛，说《诗》之作辐辏，名家频出。陈奂（1786-1863）尤其注意到：

固作笺之旨，实不尽同毛义。及至魏晋，郑学既行，虽以王子雝不好郑氏，力极申毛难郑，

究未得毛之精微。唐贞观中，孔冲远作正义，传、笺俱疏，于是毛、郑两家合为一家之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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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说《诗》，兼习毛、郑，不分时代（毛在齐、鲁、韩之前，郑后四百余载），不尚专修（毛自

谓子夏所传，郑则兼用韩、鲁），不审郑氏作笺之旨，而又苦毛义之简深，猝不得其崖际，漏辞偏

解，迄无钜观。二千年来，毛虽存而若亡，有固然已。［27］（卷首）

        故此，他认为：

窃以《毛诗》多记古文，倍详前典，或引申，或假借，或互训，或通释，或文生上下而无害，或

辞用顺逆而不违，要明乎世次得失之际，而吟咏情性，有以合乎诗人之本质。故读《诗》不读

序，无本之教也，读《诗》与序而不读传，失守之学也。文简而义赡，语正而道精，洵乎为小学之

津梁，群书之钤键也。［27］（卷首）

        陈奂治《诗》，上承其师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的意见，又秉持戴震以来之师说，谓“小学明，

而经无不可明矣”，作《诗毛氏传疏》30卷，仍《毛诗》之旧，置去郑笺而疏毛传。

黄侃说：“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学问贵能深思，得其条贯。果能如此，虽

笃守一经，亦能自立。”又说：“治经须先明家法。”［5］（P6-7）黄焯治《诗》，承自陈奂、胡承珙，而对师说守之

不移，能于清儒治《诗》有所去取，认为陈奂《诗毛氏传疏》专依毛传而不及笺，又偏详训诂名物，于辞义或

少推究。其他或驳朱熹，或兼取毛、郑，不一而足，或病辞义迂塞，或病勇于改古，不可为训。黄焯说：

经学训诂与小学训诂有异。先从父尝云：“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盖一则可

因声义之联缀而曲畅旁通，一则宜依文立义，而法有专守故尔。清世高邮王氏父子深于小学，

以之说经，实多精闢之义。乃承其业者，少究故训之原，而动言通叚，凡于经义之难明者， 云

某与某通，某为某借，名为通经，实则改经乱经。时至今日，而其弊滋甚。余曩从先从父受声

音训诂之学，愧未能竟其业，徒记其论治经一二语，期守之勿坠焉。［28］（P6-7）

        故自畅其旨，进而言之，曰：

治经不徒明其训诂而已，贵在得其词言之情。戴震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实则有训诂明

而义理仍未得明者。要须审其辞气，探其义旨，始可明古人用意所在尔。朴学诸师，间有专治

训诂名物，而短于为文，致于古人文之用意处不能识得谛当。夫经者，义之至粹，而文之至精

者也。可由训诂学入，不可由训诂学出。治之者识其本末终始，斯得矣。［28］（P6-7）

        其谓治经不徒明其训诂而已，可由训诂学入，不可由训诂学出，超越了清学考实主义和语言主义的

面向，有所取法而超乎其上，可谓至论。为“明《诗》之道，不笃守序、传，则准的无依；不深玩《诗》辞，则其

义不著；不详稽载籍拟之以意，则其辞莫由通焉”［28］（P2）。故说经一以毛传之义为主，《毛诗郑笺平议》申

毛传以难郑笺，“纠其不与毛合而有违《诗》义者”，以去郑笺“揅之过深，思之过当，致有求合而反离、求密

而反疏者”［28］（P3-5）之病和驳杂之非；《诗疏平议》则针砭孔颖达，以为孔疏凡于毛、郑有异同者，辄多左

毛右郑，而于郑笺宗毛为主之本意，忽而不察，导致分疏毛、郑之时，“于郑笺引而未发之奥，必曲折以达

其义。若毛传有难明者，弗能旁引曲畅，辄以传文简质一语了之”，或意在申毛，而每非毛旨，而于郑笺或

申毛或直下己意之处，又误解误释。《诗说》则总释《诗》学之大要。黄焯《诗》学三书，尊序宗毛，谨守旧

学，其一也；取师法之精醇，不立门户之见，其二也；具学术史之时代理解，剖析精当，其三也。其眼光与

其所得，取径于陈奂、胡承珙等清儒，而有过之，于20世纪经学衰废之学界，可谓一人而已。如《关雎》“窈

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逑，匹也。”郑笺：“怨偶曰仇。”《毛诗郑笺平议》曰：

大凡郑易毛之处，多本三家。其所以取三家者，必据经与序为说，顾往往不自知其立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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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泥也。至毛训逑为“匹”、郑训为“怨偶”者，当由郑所见本逑作“仇”。又缘误解篇义“无伤善

之心”之语，遂援左氏“怨偶曰仇”之文。据《列女传》之说，以仇为“仇怨”，以好为和好之“好”

耳。惟仇本为“仇匹”义。此诗言“好仇”，犹言“好匹”。左氏言“怨偶曰仇”，则专言恶匹。好

匹、恶匹，其匹则一。左氏所云，实非仇之本义。郑援以易毛，亦非也。［28］（P2-3）

        《诗说》曰：

《关雎》言君子好逑，《兔罝》言公侯好仇，逑之与仇，实为一语。《关雎》传训逑为匹，笺所见

本作仇，故从《左传》“怨耦曰仇”言之。然无论嘉耦怨耦，而仇之为匹则一也。《兔罝》与《关雎》

之所以异者，在其所指之人不同。《关睢》言后妃，好仇犹言嘉耦；《兔罝》言武夫，好仇犹言良

弼、贤佐耳。郑笺偏执仇怨之文，而忽其仇膺、仇对之义，故解二诗均未合也。［29］（P52-53）

        其说甚审，则郑玄所见三家异本为“仇”字，本可各尽其辞，而郑误解序意，牵连释之，又于训诂有偏，

误释“逑”为仇怨之“仇”，“好”遂为和好之义，以曲合序“无伤善之心”之语，遂致胶轕，而毛传义亦晦。

（四）传统小学典籍之整理

黄焯撰《经典释文汇校》一书，成为章黄之学与时代学术发展交织的伟业。陈、隋之际陆德明所作

《经典释文》30卷，体大思精，汇集魏晋六朝经师所作经籍音读、训诂，勒为一编。千年而下，清徐乾学据

明末叶林宗从钱谦益绛云楼藏宋本影钞本刻入《通志堂经解》，其后又有卢文弨抱经堂本。《经典释文》如

文府宝库，旧音、成训、古经说、古经异文以万千计，为清儒所惜爱宝重，但鲁鱼豕亥，讹舛不堪，惠栋、段

玉裁、臧庸、顾广圻、卢文弨等清儒多加校勘，迭所修订，但无论是通志堂本还是抱经堂本，都出于明叶林

宗影钞本，叶本脱误已夥，绛云楼一炬，所藏宋本灰飞烟灭，终清之世，《经典释文》都不得善本以见旧貌。

而唐代以至于宋代，《经典释文》内容亦在传写刊刻之中，为省便计而被刊落删削不少。黄侃谓“治经必

以《经典释文》为锁钥”［5］（P8）。黄焯自1931年起即蒐集资料，曾过录黄侃所藏自吴梅处过录的《经典释

文》，有志于校雠之业。20世纪60年代，他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清内府藏宋元递修本，为天壤间所仅有，

两度北上，赴北京图书馆借阅宋本，以通志堂本为底本对勘，“复旁及唐石经、唐写本、影宋本，并以清儒

及今人黄季刚先生与吴承仕所说附列其中，他如卢氏《考证》、阮氏《校记》亦间采入”［30］（P4），终于 1977

年76岁之际，撰成《经典释文汇校》30卷，集清以来诸家之大成，又得善本相覈，其功至钜，为学者所宗。

《经典释文汇校》并非仅以校勘异同、是正文字为事，更以音理、训诂疏通理解，区别文献传写讹舛与语言

机理有征之别，以察名实，别异同，决嫌疑。仅举一例明之。《诗·周南·关雎》“参差荇菜”，陆德明注“荇”

字，曰：“衡猛反，本亦作莕，接余也。沈有並反。”此处本无异文，而黄焯出校语，曰：

吴承仕云：衡、有异纽，篇韵所列各切无有与沈音相应者，疑有字误。黄云：此喻、匣相通，

《切韵指掌图·检例》所云“上古释音多具载，当今篇韵少相逢” 者也。又云：案喻切匣母，多是

三等字，依陈兰甫分喻为二类，当云匣、为相通，今且仍旧说。焯案为纽古与匣一类，六代之音

犹然（详余所撰《古音为纽归匣说》）。吴氏未之知，故有此疑尔。［30］（P46）

        此处引黄侃读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笺识之语为说，而加以证发［17］（P316）。以音理之精微细察，区

别孰为文献问题，孰为语言问题，说理坚卓，定谳确凿，人所不能及，非其人不能为之。

三、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对章黄学术之承传

刘赜、黄焯二老秉承师训，坚守不移，辉光之余，蕃士作育，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古汉语研究，开始形成

鲜明特色。1975年，《汉语大字典》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亲自批准下启动编纂，四川大学徐中舒任主编，

武汉大学李格非、四川大学赵振铎任副主编，川鄂两省多所高校上百位专家参与编写，湖北省指定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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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为本省牵头单位。武汉大学集中汉语研究骨干力量，组成编写组，投入《汉语大字典》编写工程，除

了字形、字义的梳理、研究和撰写之外，还发挥研究传统和特色，全面负责审音工作。《汉语大字典》的编

纂历时十年，全书收录楷书汉字约56000个，总字数2030万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

释义最全的大型汉语学术字典，以释义准确，义项丰备完善，例证典范，一举改变了大国小字典的文化窘

境，体现了当时汉语汉字历史研究和语言描写的最高水平。

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自觉地继承章黄学术的优良传统，不断地在传承中薪传、转型和发扬壮大

的，是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武大古籍所”）团队。武大古籍所的前身，是武汉大学中文系

古籍研究室，黄焯曾任研究室主任。1983年，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

成立，武汉大学在原字典组骨干教师团队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武大古籍所，成为古委会直接联系和指

导的实体研究所，首任所长周大璞，随后由宗福邦接任，副所长萧海波。周、萧二人曾为刘赜门下弟子，

毕生从事古汉语词汇和训诂研究。宗福邦1959年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被选派参

加丁声树等主持的音韵学讲习班，从此走上音韵学研究的道路。他曾以《关于广州话阴平调的分化问

题》（《中国语文》，1964）和《论入声的性质》（《音韵学研究》第1辑，1984）等学术论文，首次提出广州话阴平调已

分化为两个独立的调类，广州话入声韵的四个调类等系列新观点，奠定了学术声誉，曾任《汉语大字典》

编委和武汉大学编写组组长。古委会成立之后，要求直属的各大学古籍所确立和建设自己的研究特色

和研究方向，而武汉大学既承章黄学术之绪，宗福邦的师辈和同事中有好几位是黄侃门下和再传弟子，

古籍所自成立起，就与章黄学术有着密切的学术渊源。因此，宗福邦执掌古籍所之后，将传统语言学典

籍的整理和研究作为主要建设方向，主动继承和发展章黄学术的研究传统，萃集团队，深耕音韵训诂研

究、汉语音义研究、古代小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经过持续建设，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宗福邦等更继

承黄侃之学术构想，开展有组织的大型科研攻关，两代学人前后相继，纂辑巨制。

清代乾嘉诸儒稽古右文，推扬汉学，在复兴和回归汉学的旗号下，就古音以求古义，训诂明而古经

明，搜辑考辨不遗余力，古经解、小学之书，辑佚纂集，其功至勤。阮元（1764-1849）在浙督任上，鸠集硕

儒经生，编成《经籍籑诂》，汇辑汉唐经籍之训诂，有“经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之誉。古经音读之纂辑亦

间有作，如《经籍籑诂》编成之前，洪亮吉（1746-1809）即撰成《汉魏音》四卷，辑录汉魏诸儒传注中之譬况

说音凡数千百条，其自序云：“夫求汉魏人之训诂，而不先求其声音，是谓舍本事末。今《汉魏音》之作，盖

欲为守汉魏诸儒之训诂之学者设耳。”［31］（卷首）体现了乾嘉诸儒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故训

音声相为表里的主张。章太炎门下弟子吴承仕（1884-1935）于20世纪20年代，博采汉魏至唐初之经籍

旧音约百有余家，按《经籍籑诂》的体例，撰成《经籍旧音》25卷、《序录》1卷。吴氏认为《经籍旧音》比之

《经籍籑诂》，“一则集雅诂之大成，一则综音声之流变”［32］（P77）。其书当时“伦脊已具，犹待补苴”［33］

（P50），可惜战乱起而作者逝，其稿飘零。黄侃曾读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批注其中疏误数百事［17］

（P313-416），又提出校补《经籍籑诂》的主张，他说：

清世阮元有《经籍籑诂》，为小学家常用之书，惜其以《佩文》韵分编，又载字先后毫无意

义；至其蒐辑，亦有不备者。今若能通校一过，暂用《字典》编制法编之，次为补其遗阙，此业若

成，则材料几于全备矣。又《经籍籑诂》间亦载音（如其引《字林》即载其音），究于汉后唐前之

音多所漏略。今宜更纂一书，曰《经籍籑音》。以后编字书音时，即取此等全部列入可也。［11］

（P15）

        1985年，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创建不久，即依黄侃辑补《经籍籑诂》之构想，着手编纂《故训汇纂》一

书。1997年《故训汇纂》编纂垂成，团队同仁又追踵黄侃更纂《经籍籑音》的构想，议为《古音汇纂》，以当

《故训汇纂》之姊妹篇。自1985年到2019年，以35年持续不辍之功，不事声华，精诚合作，相继编成《故训

汇纂》《古音汇纂》《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等巨纂。《故训汇纂》（2003）1300万字，16人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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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纂辑了自先秦到清末的训诂资料，全面超越了清代阮元《经籍籑诂》，学界誉之为“诚自有训诂之书

以来所未有”“博雅精审，足以取信今日后世”，可与《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相提并论。

《中华大典·音韵分典》（2013）1000万字，11人历8年编成，是一部徵引繁浩、体大思精，充分反映古代音

韵学成就的大型类书，学界认为“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古音汇纂》（2019）1300万字，8

人团队历时22年打造而成，全面汇辑了自先秦至清代的音读资料，超越了黄侃辑录“汉后唐前之音”的构

思，勒成一部收录完备，源流并重，音义互见，上起秦汉，下迄清代的历代汉字音注资料汇编，成为该领域

的首创巨制。

《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之编纂，继承了中国古典学问中纂集一派的优良传统，更继承清学下迄章黄

对于汉字、汉语音义关系探究关注之眼脉。清学至于章黄学术，其卓荦超拔者，在精研小学以为根柢，以

小学治经乃至于一切学问。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34］（P269），章黄进而正确地探

识和阐发了音义相关的本质，及其相谐通转的关系，以声音为枢纽，明其䚡理，形、音、义互相求，声音之

道明，而训诂之道明。作为后学者，我们亦进而意识到，语义之训诂固有赖于声音之道，语音脱离了语义

和语境，也不可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如音义书以训诂为务，与韵书不同，其注音侧重于因音辨义，注音即

所以表义。经师之读书音，有自然语言之因素，实亦包蕴着经史训诂解释的特有音读和规约语境，离开

了经史群籍的语义环境，往往无法合理地理解和解释众多的音读现象。因此，《故训汇纂》和《古音汇纂》

把完整、准确地标示音读、训诂所在的语境作为一条重要的编纂原则。《故训汇纂》《古音汇纂》作为姊妹

篇，都上起秦汉，下迄清代，一以训诂为中心，按照成训建立注项，可谓“集雅诂之大成”；一以语音为中

心，围绕说音建立注项，可谓“综音声之流变”。《故训汇纂》所收之典籍训诂，与《古音汇纂》所收之典籍音

注，起到互见的效果。另外，例如，《经典释文》作为唐以前经籍音读训诂的集大成之作，其所迻录的汉晋

六朝众家经师之音读、训诂、异本异文和陆德明所作之音注，价值之高，无有其匹。《故训汇纂》《古音汇

纂》在黄焯《经典释文汇校》成就的基础上，对于《经典释文》材料进行了巨细靡遗的穷尽采录。这都是对

于章黄学术理念的继承、致敬和践行发扬。

四、章黄学术之本土特质及其在武汉大学之赓续

综上，清代中期以来，学者皆知“故训音声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3］（P153），小学有形有音

有义，而又各有古今，形音义互相求，古与今互相求，可以得古义，䌷绎其义以至于无穷，进而得古经之

义［35］（P187-188），而“本经”“本义”之所在，无非以声音为枢纽，就古音以求古义，破假借，其理易简，知其

同条共贯，则可以提纲挈领［36］（P1）。清代小学蔚为大国，其枢纽在于以《说文》《尔雅》为根基，《说文》《尔

雅》互相求，由探求周秦古音分合，唇吻音声之同通近转，而推求本字本义，又因声求义，说以假借。又初

以声音之理申言转注之说，或缀联双声叠韵，渐生字族词族之观念。又以《广韵》为中心，剖析反切，系联

声韵，以明系统之说。章太炎、黄侃师弟在清代小学成就的基础上，由考古之殷，进一步发展了审音的系

统思维，扩而张之，以《说文》为根基，所谓“《说文》一书，于小学实主中之主也”［11］（P6），以《说文》为可信

不疑的材料，从字形、说解、解析、理据等入手，从文字之系统（初文、变异、孳乳诸说）、声韵之系统（古本

声、古本韵、今声、今韵、通转条例）和训诂之系统（互训、义界、推因之方式①和求证据、求本字、求语根之

递进次序）等［11］（P186），统而系之，出以条贯，虽三者各有畛域专说，实则旁通交糅互相求，言文字，进而

说语言，在理论上加以集成的阐发，探求实现本土旧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清末民国以来取法西方语言

学理论的中国语言学学术建构，从而自成一系，而在实践上特色鲜明，概括之，则为“明语原”“见本字”和

“一萌俗”［8］（P7）。章黄学出于清学，祖述取法而不稍移易，而能取乎其上，又断不寄人篱下，不肯俯首为

清学之臣，实事求是评价清学优弊，以相争竞。如黄侃说自己于音韵之学，凡所祖述诸家，有宋郑庠，明

① 此黄侃说。章太炎称之为直训、界说、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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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清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陈澧及“亲教大师”章太炎，谓“幸生诸老

先生之后，开其蔽矇，而获得音学之定理。施于政学，或足以释疑定纷”［10］（P63），但又能看到“清人治学

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弊，知今而不知古”［5］（P4），又说：

有清一代，治学之法大进，其于小学，俱能分析条理而极乎大成。然亦间有剽掠古书，以

为自媒，别为臆说，自我作古者，是则不足论耳。又清代小学，音韵最盛，盖喉唇之学，不烦左

证。不知喉唇主于虚，而必证之于实，如射之有侯，载之有车也。故徒主于虚，亦异说之一途

耳。［11］（P2）

从章太炎到黄侃，学说有扬弃，有递进，如黄侃秉从章太炎根重《说文》的理路，但并不全信从章氏最

所自矜的《文始》，认为：

近时若章太炎《文始》，只能以言文字，不可以说语言。如羊，祥也。火，燬也。以文字论，

先有羊、火；以语言论，而祥、燬实在羊、火之先。故《文始》所言，只为字形之根源，而非字音、

字义之根源也。［11］（P199）

        同时，黄侃对于《文始》中成均图之对转、旁转的条例，也有自己的意见，说：“古音通转之理，前人多

立对转、旁转之名；今谓对转于音理实有，其余名目皆可不立；以双声叠韵二理，可赅括而无余也。”［10］

（P63）隐然表达批评抗衡之意。黄侃尤能以现代思维表达对清学以来学术转型的构划和思考，将清代小

学考据方式由具体而抽象，由纠牵于文本语言之具象而上升表述为普遍学理，由旧学之凡例条例之说而

展开学科转化，所作《说文略说》《音略》《声韵略说》《声韵通例》《反切解释上编》、其所讲《训诂述略》《文

字声韵训诂笔记》等，已经由根柢而衍绎条理，述以学理层次，由术及道，表述方式和建构具有了学科

形态。

章、黄二氏于社会持激进民族主义，文化上则秉保守主义，学问尚专精，重师法，传习尤恃赖天资和

勤奋兼备，学术理想呈现出浓厚的保守色彩。如黄侃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

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又说：“治中国学问，当接收

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5］（P3-4）刘赜之撰《声韵学表解》，自言曰：

语言文字为吾人日用所不能须臾离之物，世人误以音学为攻治故籍之专业，往往心声心

画鄙夫孺子能言其音，而士人不能举其字，有能举其字者又不能籀其义，且误读其音。吾实罕

见学人能读数十字之文辞而音读不惝怳者，遑问其能知假借理故训哉。行见文言日以分驰，

而俱即于鄙倍呰窳而已。今之言发扬民族或整理国故者鲜知及此，可不谓忘其本实耶。［14］

（P2）

        此种由学术承守而发为文化保守之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学术、文化西来大潮之下，不仅不获理

解，和者鲜寡，而且为新派学人多所议抑。在疑古思潮弥漫，国故新变，西方近现代科学方法、新史学和

普通语言学方法、社会科学实验和田野调查手段等重建中国学术的风气进程下，章黄所守门径和知识陈

述，一再受到严厉的学术批评和文化否定，例如强调师法，一尊师承被认为是旧学余孽；如谓其崇古封

建，袭旧术语，缺乏现代科学形态和普通语音学的面貌；发明之意过于证实之可能，无论是以古证古，还

是以古证今，不能免于穿凿，效颦者更易流于荒谬；过信《说文》，死守其形体和形义之说，不能得文字赋

形取义之真；章氏“名原”“字原”“音原”之说关系牵杂，不能清晰地析分文字系统和语言系统及其各自内

涵的关系；黄侃训诂原理之说似是而非，粗疏失要，不能推明古人立名的精意等，凡此种种，认为章黄学

术显得不够科学而不切现代，乃至于视其尊经复古的学术取舍，就是要维持封建制度和否认社会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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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章黄之学专门，积累为先，艰深难进，浅习难窥精华，逐渐声华不彰，传习亦稀。不过，21世纪以来，

当中国人文学术舶来有穷，凿枘扞格，研究方式引起反思，本土旧学传统又重回眼域，尤其是传统文献学

的文本思维和辨章别白之法则，小学考竟文字音义、故训是式的古典语言解释方法及其实践、经史结构

和注疏诠释思维，渐受重视，人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古典转向”，这一研究转向并非改移对象，而是乞灵方

法。就中国语文研究来说，章黄学术的内在价值开始重新浮现，其学术理念之邃密合理，学术想象之超

前，学术实践之卓荦渐被揭示和理解，尤其是章、黄祖述之善，师法之醇，考古之殷，审音之精，读书之勤，

求证之矜与夫学术之精的内在关系，愈发受到同情之理解和诠说。

从1893年张之洞创建自强学堂，设汉文门始，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武汉大学人文学术，由黄侃之

师授奠基，经由刘赜、黄焯开辟耕耘，经过漫长的发展递嬗，形成了章黄学脉色彩浓厚的中国语文研究特

点。其中，既有继承章太炎、黄侃学术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遵循黄侃“小学必须专治一书，始不同乎肤

论”的治学要求［11］（P12），而有专精具体的传统语文学研究，如刘赜之《说文》研究，黄焯之《诗》之经学训

诂研究、《经典释文》校雠等，又有笃承师说的理论建设，如刘赜之音韵学讲义，黄焯以述而不作的方式，

实参以己说，以融合出之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等。及于当代，在武汉大学，章黄学术醇乎师法的传统

固曾有断裂，但学脉未绝，学术领域、学术建设、传授培养未尝灭弃，同时保守了较具风格的学术特色。

我辈学人在扬弃旧学眼界藩篱的基础上，远绍清儒、章黄，承接刘赜、黄焯的学术实践，有薪传，有开辟，

其体现，一是音韵训诂领域研究不辍，一是传统语言学典籍的整理研究和辞书编纂持续建设推进，而所

继承发扬的学风，则是绝学传承和黄侃推倡的“扎硬寨，打死仗”“变业无成功”的治学方式。

章黄学术在武大基始奠基和传承发扬，不绝如缕，历历数之，已有一百年的历史。黄侃说：“治学须

知二事，一曰治学之法，一曰持论之方。”又说：“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5］（P1）这是

章黄学问的底蕴，是武汉大学人文学术百年传承的优良传统，也是我辈后学所欲缵续光大的学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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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ndred-year Inheritance of the Zhang-Huang 
Scholarship at Wuhan University

Yu T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Zhang-Huang school,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ical studies with an conserva‐

tive appearance but a modern core of research, has devoted to the indigenous scholarship that upgraded and 

transformed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during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from imperial China to republic 

China. Zhang Taiyan and his inheritor Huang Kan not only became two of the greatest scholars for their re‐

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ir profound and distinctiv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and language, but 

also made a modern turn to Chinese linguistic studies. With Huang Kan teaching in Wuchang Normal College 

during the 1920s, and later his students Liu Ze and Huang Zhuo in Wuhan University during mid-20th Centu‐

ry, Wuhan University gradually developed distinc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ical studies, and became 

the major hub for academic inheritance of Zhang-Huang school with the publications and teaching of the lat‐

ter two. Led by Zong Fubang, the Institut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and Philology of Wuhan University, 

having consciously inherit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Zhang-Huang school and Huang Kan's academic theory 

and idea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Guxunhuizuan (Collected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Semantic Annota‐

tions), Guyinhuizuan (Collected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cient Phonology & Phonetics) and Zhonghuadadi‐

an Yinyunfendian (Great Category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Culture: Phonology & Phonetics), with efforts of 

two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in 35 years. More than 100 years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mission of Zhang-Huang 

Scholarship at Wuhan University demonstrates its fine academic conduct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hu‐

manities studies.

Key words Zhang-Huang School;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logy; Wuhan University; Huang Kan; Liu 

Ze; Huang Zhuo; Guxunhuizuan; Guyinhuiz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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